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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小组活动始末
*

张 忠 山

〔摘要〕为了提高中共应对抗日战争时局的理论水平，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发起哲学小组，组织理论

工作者和高级干部开展以辩证唯物论和军事战略问题为中心的理论研究，在学习中注重提高干部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革命实际的能力，并引发各类学习小组的相继成立和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发端于

毛泽东哲学小组的学习活动，推动了中共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方法的确立，也是毛泽东本人在历史时局

转换关头理论自觉意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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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Mao Zedong Philosophy Group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Zhang Zhongshan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practice of the CPC demonstrates that whether or not Marxist theory is correctly applied

to th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ill affect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will inspire

the leaders to reflect upon the problem of taking the correct historical path ． In order to raise the theoretical level

of the CPC so as to cop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Anti-Japanese War，Mao Zedong established a philoso-

phy group in Yan’an and organized theoretical workers and senior cadres to carry out theoretical research focusing

o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military strategy issues and to emphasize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cadres to make use

of Marxist theory to analyze the reality of the revolution，which l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ll types of study groups

in which the entire party participated． The study activities initiated by Mao Zedong’s philosophy group promoted

the methodology of link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the party and it also embodied Mao Zedong’s theoretical con-

sciousn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指南，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把握深刻影响中国革

命的进程。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
掌握及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能

力薄弱，是造成革命事业屡遭重挫的重要因素

之一。中共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则经历了
一个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到土地革命后期，

中央领导人经长征抵达陕北后，开始采取一系

列措施加强理论建设，如创办较为正规的干部

学校，设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出

版发行报刊书籍等，从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马

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

国革命实际进行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性的研

究。除了以上各项，发起成立专门致力于开展
高层干部理论学习的组织，如毛泽东哲学小组，

也是一项重要举措。

本文所指毛泽东哲学小组，是指毛泽东于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在自己住处发起的哲学研究

团体，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和中共干部教

育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阐明 《论持久
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
也具有参考价值。目前，《毛泽东年谱 ( 1893—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于毛泽东和毛泽
东思想评价的研究” ( 15CKS007 )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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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 》 ( 2013 年修订版) 尚无关于毛泽东哲学
小组的记载，亲历者关于小组的记述则散见于

回忆资料中。因小组存在期间各成员参与的时
间跨度不同，亲历者们对学习活动的记叙存在

若干相互矛盾之处。并且，学界也尚未见到关
于小组研究的专题文章，虽有研究毛泽东哲学

思想的论著涉及这一小组，但大多语焉不详。

有学者也对小组的成立时间作过考证，但对结

束时间的说法值得推敲①。鉴于以上情况，本文
拟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史料，并考证哲学小组

发起演变的活动轨迹，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

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共理论活动的历

史图景。

一、毛泽东组织哲学小组缘起

中共的历史实践说明: 能否正确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际关系革命成败，

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认识和总结党的历

史和经验教训的前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在土地革命后期抵达延安后，基于对革命

实践的理论反思，立足这一时期党内思想状况，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分析工具，开始有意

识地进行学习研究和理论阐发。1936 年 9 月，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

议没有指明博古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是 “路
线上的错误”。可见他已经开始从路线角度全盘
反思党的革命实践。② 在研究哲学的同时，毛泽
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在政治、军事、哲学等领
域进行创造性阐发，围绕党内路线的成败得失

这一主题，重在从思想方法角度总结土地革命

时期的经验教训，从方法论角度阐述中国革命

的战略问题。

在政治路线上，毛泽东认识到: “一切大的
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③。
1935 年 12 月，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

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之后，中日民族

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

盾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针对 “左”倾教
条主义者长期无视国内政治格局变动的现实，

他在报告开头即指出: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当
前党的基本策略任务 “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
命统一战线”。④ 为此，他批驳党内存在的关门
主义和冒险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并着重阐述反

对关门主义的问题。报告全面阐释中共提出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系统地解决了党

的政治路线问题，为中央调整阶级政策进而推

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

准备。

在军事路线上，毛泽东指出: “过去的革命
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

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

确的军事路线”⑤。中央苏区时期，教条主义者
曾经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主张批判为

“狭隘的经验论”，⑥ 甚至指斥 “山沟里没有马
克思主义”⑦。而这一情形并未随着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而得到彻底改变。为了回应来自
“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批判，“总
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连续读了 《孙
子兵法》 《战争论》等 8 本经典军事著作，并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酝酿，于 1936 年 12 月写出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⑧。他阐述
道: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
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一成不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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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的。”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所处的特殊情
形和性质，就不能指导革命胜利前进①。该文以
战争和军事问题为研究对象，通篇贯穿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第一次系统地阐

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思想方

法的角度端正了军事路线。

在思想路线上，毛泽东指出: 中共成立 15

年以来所犯错误，“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
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中共要彻底地克
服 “左”倾习惯和传统，在解决问题时带有马
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必须 “普及与深入马克思
主义的方法论 ( 唯物辩证法) 于多数干部

中”。② 他把哲学视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指导中
国革命的重要工具，并认为自己对此掌握得不

够，因而到陕北后即致力于 “以哲学为主”的
工具性研究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访
问时，就记述了毛泽东认真研究哲学的情形，

指出他读书范围不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

涉猎古希腊哲学、西方古典哲学④。毛泽东在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上写满批注，其
“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

即 “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
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

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

这些批注也成为 《实践论》的基本内容。⑤ 他
“为了给抗大讲课”，1937 年 8 月写出以 《实践
论》 《矛盾论》为主要章节的 《辩证法唯物论
( 讲授提纲) 》，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讲述⑥。他
在书中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传

统文化创造性结合，从哲学角度阐明中共的思

想路线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中国

革命问题的范本，为在革命实践中继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在毛泽东对中共历史作出上述总结时，中

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

变，政治局势处于重大转折的历史时刻。面对
纷纭变化的国内外局势，迫切要求党内在统一

认识的基础上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进而制

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此时，党内存在看重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著述，轻视在中国革

命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1937

年夏天，毛泽东在抗大为高级研究班讲授哲学

课程时，个别人不来听课，反而嘲讽 “毛泽东
懂什么哲学，他讲的是庸俗哲学”。⑦ 王明到延
安后，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一时流传

着所谓王明才是 “理论家”，毛泽东只是 “实
践家”等议论。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
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
的名义指出: “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
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则强
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指出: “抗日战争总的
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必须坚持以 “独立自主的
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193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
出: “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
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
会上发言伊始即阐述 “战争的长期性”，指出中
国经过持久抗战最后必将胜利的前景。⑧ 当时党
内多数干部对教条主义者生吞活剥式地解读和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导致中国革命出

现严重曲折的历史教训，缺乏应有的认识。因
此，毛泽东与王明上述争论的实质，在于是从

中国革命实际出发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

际指示出发，其根源是思想方法问题。引发上
述争论的关键因素是党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尚未普遍确立，各种机会主义错误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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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客观环境下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路线。张
国焘后来谈到这一争论时评价道: “毛的武器是
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

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① 抗日战争初期，

王明的上述右倾主张一度在中央占据上风，在

长江局和新四军敌后抗战实践中得以某种程度

的贯彻，也影响到中共抗日战争实践的顺利

推进。

为了在中国抗日时局转换的关头担起领导

责任，中共必须妥善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

交织的复杂状况，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眼

光引领民族未来的前进方向。这一问题的解决，

无法从马列主义经典中找到现成答案，而需要

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原则分析解决中国

的特殊问题。

实际上，自毛泽东经长征抵达延安后，就

表达了通过开展学习提高个人理论素养以指导

目前的抗日战争的意图②。而到了抗日战争爆发
前后历史时局转换的历史关头，中共必须运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阐明自己关于抗战的军事战略

和方针，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回答

抗战局势提出的现实问题，因而毛泽东在理论

探索上的紧迫感也增强了。1937 年底，毛泽东
计划撰文批驳当时流行的 “亡国论”“速胜论”

等观点，便召集郭化若等开座谈会。他在会上
“提出为什么要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怎样
指导游击战争等军事理论问题，请大家发表意

见”。③ 1938 年，毛泽东在酝酿写作 《抗日游击
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召集肖劲光、罗瑞卿、

刘亚楼、郭化若等人探讨这一军事理论问题④。

这两次军事座谈会，是毛泽东酝酿写作 《抗日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的起点。

之后，毛泽东又利用延安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和理论工作者集中的有利条件，发起哲学小组

等学术团体开展理论研究。

二、毛泽东哲学小组始末考证

通过分析研究文献资料，梳理毛泽东哲学

小组发起演变的历史脉络，笔者认为，小组的

研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毛泽东组织理论工作者就唯物

辩证法问题展开探讨。
1938 年初，毛泽东在杨家岭办公室组织哲
学座谈会，开始参加的都是中央秘书处的秘书

或干事，讨论辩证唯物论诸问题，“每星期三夜
晚一次”⑤。他亲自主持每星期一次的讨论会，

引导中央秘书处的秘书和干事 “学习辩证法唯
物论的基本原理”⑥。这表明毛泽东发起的哲学
小组最初以中央秘书处秘书和干事为主，开展

以辩证唯物论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活动⑦。

有学者通过对毛泽东哲学小组成立时间诸

多说法的考证，指出该小组 1938 年初至 4 月以
前已定期开展研究活动⑧。笔者认为，此处所指
哲学座谈会，即应当是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的

开端。揆诸史实，可以印证这一说法。如 1937

年 12 月 28 日至次年 5 月 28 日，毛泽东曾就写
作及探讨军事战略问题 7 次致信郭化若⑨。1938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在致艾思奇信中表示目前
已开始研究军事问题，但暂时还不可能写文章，

且嘱咐他在 “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可以
来谈理论问题瑏瑠。两天后，他与洛甫致电邓发，

要求其搜集莫斯科 《战争论》 “邱译稿”抄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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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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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 3 册，东方出版社，1998
年，第 421 页。
参见《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 年，
第 124 页。
《郭化若回忆录》，第 132—133 页。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第 310
页。
根据郭化若两次回忆，确定哲学座谈会的发起时间。
郭化若: 《学习与回顾》，第 215 页; 《郭化若回忆
录》，第 128 页。
温济泽: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
的》，《学习与思考》1982 年第 4 期。
但此处关于哲学座谈会地址的说法有误，因为 1938
年 11 月 20 日日机轰炸延安之前，毛泽东住在延安
城内凤凰山麓，此后才迁往城外杨家岭。《毛泽东年
谱 ( 1893—1949 ) 》 ( 修订本) 中卷，第 98 页。
参见董标: 《延安新哲学会: 立意高远的思想机器》，
《现代哲学》2008 年第 3 期。
参见沈效良: 《毛泽东给郭化若十封亲笔信的来龙去
脉》，《福建党史月刊》2000 年第 4 期。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18
页。



回国①。半个月后，他又致电在苏联的王稼祥，

要求 “搜集战略书”并翻译后寄回，并三次提
出抗大应讲授战略问题以 “提高战略空气”②。

上述史实表明: 毛泽东此时致力于军事战略问

题研究，着重探讨军事辩证法问题。上述所说
“每星期三夜晚”与毛泽东致艾思奇信提出
“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来访的日程安排，

证明毛泽东在这两天晚上有固定的活动安排，

即说明 1938 年初至 1 月 12 日毛泽东致艾思奇
信之前，小组已开展理论研究。1938 年初，随
着哲学小组研究活动在延安造成影响，理论工

作者和高级干部的兴趣开始被激发。“随后参加
座谈的人数加多了，有些高级干部和理论家也

自愿报名前来参加，座谈的内容也有所发展。”③

高级干部参加学习讨论后，影响随之扩大④。毛
泽东召集学者和将领在他办公室讨论哲学问题，

“以后定了每个星期三晚上都来开座谈会的学习
制度”⑤。上述信息表明: 在哲学小组影响扩大
后，艾思奇等理论工作者、军事干部参与进来。

而随着参与主体逐渐增加，哲学小组研究内容

呈现多元化。其中，郭化若意识到毛泽东组织
哲学小组，“是他传播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
种方式”，是提高干部马列主义水平的一项有效
措施。他经毛泽东、艾思奇指导，“把唯物辩证
法理论引入军事领域”，运用辩证法对战争基本
问题进行探讨，受到毛泽东鼓励。⑥

总之，在这一阶段，毛泽东重点学习、研
究与推广新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

发展规律，倡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践行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二阶段，何思敬主讲 《战争论》期间，

毛泽东构思写作 《论持久战》。

随着哲学小组对军事战略研究日益深入，

毛泽东引导成员将研究重点转向 《战争论》一
书。毛泽东的 《读书日记》表明，1938 年 3 月
18 日至 4 月 1 日期间，阅读 《战争论》至该书
第 168 页⑦。莫文骅先后参加毛泽东 “组织的克
劳塞维茨 《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
会”，研究 《战争论》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

使用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⑧。1938

年 2 月，毛泽东在住处召集肖劲光、莫文骅等，
组织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研究会”⑨。根据
莫文骅的回忆，同年 4 月，毛泽东又 “请何思
敬同志直接从德文本讲解”，经过约三个月学习
基本读完该书，瑏瑠 “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
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

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瑏瑡。另据徐
懋庸的回忆，1938 年 9 月，毛泽东还在自己窑
洞组织每周一次的哲学座谈会，陈伯钧、郭化
若、艾思奇等参加， “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
维茨的 《战略学》 ( 即 《战争论》———引者
注) 的内容”。瑏瑢

综合莫文骅与毛泽东 《读书日记》提供的
信息可知，1938 年 2 月，毛泽东哲学小组开始
研究 《战争论》，采用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
言文译本，对 《战争论》有较深研究的何思敬
抵达延安后改变了小组的研究方式和参考文本。
《新中华报》报道: 1938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
等中共领导人招待先后抵达延安的何思敬等文

化人。瑏瑣 同年 4 月，何思敬参加研究会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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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森: 《张闻天在 1935—1938 : 年谱》，中共党史
出版社，1997 年，第 303 页。
《毛泽东年谱 ( 1893—1949 ) 》 ( 修订本) 中卷，第
48、62、63、73 页。
郭化若: 《学习与回顾》，第 215 页。
温济泽: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是怎样教导我们学哲学
的》，《学习与思考》1982 年第 4 期。
王丹一回忆，毛泽东组织哲学座谈会的时间是

“1938 年冬天”，实际应是 1938 年初。毛卫平: 《写
出新〈大众哲学〉是时代的需要———访王丹一》，李
金山主编: 《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辰百年论
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424 页。
《郭化若回忆录》，第 129、130 页。
参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82—283 页。
参见莫文骅: 《永不磨灭的怀念》， 《缅怀毛泽东》
下册，第 130—131 页。
《莫文骅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82 页。
莫文骅: 《出色的翻译家》，杭州市余杭区政协文史
委编: 《先驱者———何思敬史迹》，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第 74 页。
莫文骅: 《永不磨灭的怀念》，《缅怀毛泽东》下册，
第 131 页。
《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07 页。
参见《文化消息》，《新中华报》1938 年 4 月 5 日。



精通德文的外语优势，将 《战争论》从德文翻
译为中文，运用该书中的军事辩证法分析探讨

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当时存在以陈云
小组、洛甫小组学习的书名指称其主持的学习
小组的做法，① 莫文骅所谓先后参加 “克劳塞
维茨 《战争论》研究会和哲学问题研究会”，

实际是毛泽东哲学小组开展学习活动的阶段性

呈现。

哲学小组这一阶段虽以军事问题为主要研

究对象，实则研究军事辩证法，兼具军事属性

与哲学属性，在毛泽东希求从思想方法上认清

中国抗战时局的特定历史情境，其哲学属性更

为明显。上述研究活动，实质上是毛泽东运用
唯物辩证法对战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进而
指导当前的抗日战争实践的战略思考。他此时
致力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先后酝酿写

出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

两部著作。《论持久战》通篇没有哲学名词，但
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是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抗日战争发展走

势的哲学论著。② 该书 “不仅是军事著作，也
是一部不朽的哲学著作，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③ 毛泽东研
读 《战争论》的时间与他酝酿写作 《论持久
战》的时段重合，小组阅读研究 《战争论》，

为他构思 《论持久战》准备理论基础。在 《论
持久战》中，他批判性地汲取 《战争论》学说
的合理成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予以创

造性发挥: 首先，对克氏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
手段的继续”的观点予以深化，指出战争是特
殊的政治手段，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其次，

对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论予以
补充和发展，指出这一目的 “就是战争的本质，

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 再次，对战争 “盖
然性”问题予以改造和发展，把战争的不确定
性与确定性、偶然性与必然性最大限度地辩证
统一，解决战争的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的

矛盾④。
《论持久战》一文的顺利写出以及在国内外
产生的广泛影响，显然是毛泽东对郭化若所说

“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⑤ 的结果，

也是对他一直强调军事战略问题的答复。他在
文中阐明抗战的发展道路和最后结局，解决了

这一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该文将哲学思想
融会贯通，在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性中深刻阐发哲学思想: 其一，阐发过程论思

想，提出抗战 “三阶段”论，是运用过程论对
抗战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 其二，论述量变与

质变思想，阐述质量互变规律范畴的部分质变

论，将其视为质量变化过程中特殊的态势和规

律; 其三，论述 “自觉的能动性”思想，区别
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中意识对物质反作用理论的发展。

第三阶段，组织理论工作者开展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

根据前述莫文骅回忆: 1938 年 4 月，研究
会开始阅读 《战争论》，历时 3 个月基本读完该
书。可见，大致到 1938 年 6 月左右，哲学小组
关于军事辩证法问题的探讨告一段落。小组研
讨活动对 《论持久战》写作产生的重大影响，

表明开展小组研讨的方式易于收效。如何坚持
这一学习机制并持续发挥其在中央理论研究中

的作用，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问题，而新哲学会

就是在这一形势下成立的。

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住在杨家岭期间参

加中组部的哲学学习 “( 直到后来毛主席移到枣
园办公，才停止) ”， “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列主
义的新哲学，又提出成立新哲学会”⑥。由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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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于光远、吴衡、王仲方等在回忆中，把洛甫小组
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组，陈云
小组称为《政治经济学》小组。参见《胡乔木传》
编写组: 《胡乔木传》 ( 上) ，当代中国出版社、人
民出版社，2015 年，第 58 页。
参见邓力群: 《怀念郭化若同志》，《人民日报》
1996 年 12 月 20 日。
江华: 《功绩永垂青史 风范长留人间》，《缅怀毛泽
东》下册，第 217 页。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79、480、482、483、490 页。
沈效良: 《毛泽东给郭化若十封亲笔信的来龙去脉》，
《福建党史月刊》2000 年第 4 期。
郭化若: 《学习与回顾》，第 215 页。



东召集哲学座谈会引发的组织学习小组的学习

模式，“迅速发展为以延安新哲学会为核心、全
国解放区大力开展的学习运动”①。由此可见，

毛泽东哲学小组是新哲学会成立的基础。
1938 年 6 月，《新哲学会缘起》草就标志
发起人达成共识。 《缘起》千余字五次提到
“抗战建国”，宣称其目标在于反对 “纯理论”

的研究，呼吁 “大家团结起来，为抗战建国的
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

来尽自己的责任”。② 表明中共领导人发起新哲
学会，以服务于当前抗日战争实际为宗旨，理

论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列名发起人仅郭
化若为军事将领，其余均为理论工作者。这一
变化，说明即将成立的新哲学会研究重心将从军

事问题转向哲学问题。不久，新哲学会成立。③

为宣示新哲学会的成立，主持者艾思奇、

何思敬分别邀请理论工作者作学术报告，组织

约 200 人听讲演。毛泽东为庆祝新哲学会成立
会顺利召开，特意宴请理论工作者，“号召大家
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

活动进一步扩大”④。
1938 年 11 月 20 日，也就是日机轰炸延安
当天，毛泽东住址由城内凤凰山麓迁出城外，

哲学座谈会迁至中央组织部召开，毛泽东和徐

懋庸仍然参加。当时由陈伯达讲授老子哲学思
想。⑤ 组织哲学座谈会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党政
军高级干部要求参加，参加者日益增加，以至

毛泽东的办公室容纳不下了。于是便移至中组
部和中宣部。⑥ 哲学座谈会迁至中组部后，毛泽
东仍然参加，但他仅以听众身份参加中组部小

组，而非主持者或主要参与者。
“新哲学会成立后，即在许多学校或机关里
组织了许多哲学研究小组，经常地进行各种报

告和讨论。”⑦ 到 1940 年春天，新哲学会组织
中宣部、中组部、总政治部 “重新成立了哲学
小组”⑧。1940 年二三月间，中宣部小组 ( 即洛
甫小组———引者注) 根据当时中央在职干部教
育计划重新成立后，坚持学习活动一年左右⑨。
1940 年 6 月，中央宣传教育部召开延安在职干
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李维汉在讲话中指出，

为推动学习运动深入，中央宣传教育部组织三

次教育检查工作瑏瑠。章夷白 “宣布模范小组名
单，并把他们的学习方法，学习精神，提供其

他各小组学习参考”瑏瑡。洛甫小组、陈云小组等
8 个小组被评为甲类模范小组，另外评出乙类
模范小组 21 个、丙类模范小组 10 个瑏瑢。可见，
毛泽东哲学小组催生新哲学会，新哲学会成立

后，又促成延安各学校机关建立哲学研究小组，

这也成为由延安发起继而扩展到全党的理论学

习运动的开端。
作为毛泽东哲学小组后续组织形式的新哲

学会，可以从相关文献推断其存续时间。和培
元纪念新哲学会三周年的文章表明，截至 1941
年 6 月，新哲学会尚在开展活动。关于之后新
哲学会的事情，亲历者的回忆不再提及。1942
年春天，延安发起整风运动，一时造成研究理

论即搞教条主义的紧张形势，延安理论学习的

重心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运用马克思主

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在这种情境下，新
哲学会中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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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卫平: 《写出新〈大众哲学〉是时代的需要———访
王丹一》，李金山: 《大众哲学家———纪念艾思奇诞
辰百年论集》，第 424 页。
艾思奇等: 《新哲学会缘起》，《解放》1938 年第 53
期。
《毛泽东年谱》记载: 约在 1938 年夏秋，毛泽东倡
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参见《毛泽东年谱 (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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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新哲学会以及各种学习小组开

展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研习活

动，并在不同程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

方法，为此后全党学习运动的发起及思想方法

的确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毛泽东哲学小组的作用和影响

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后开展的学习研讨活

动，营造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产生
的理论氛围，为此后中共发起全党范围的学习

运动准备了组织形式，推动了全党理论联系实

际思想路线的确立。

首先，哲学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探讨，推动毛泽东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命题。
1938 年 4 月，艾思奇撰文指出，推动正确
的哲学运动顺利开展，可以从思想方面推进抗

战事业，呼吁哲学界发起 “一个哲学研究的中
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这一运动的中心 “就是
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推动哲学中
国化，“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辩证法唯物论是最
和实践一致的哲学，在今日的中国，它是一切

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

洞的争论”。① 哲学小组成员的理论见解和思想
观点，对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理论

升华创作，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数月后，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
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号召 “把马克
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

共产党人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
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
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具体表现中带着中

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由以
上过程可见，毛泽东从思想方法上批判教条主

义，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新哲学大众化运动的

一个基本总结。艾思奇从学术文化领域率先提
出 “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这一命题，毛泽东
将 “中国化”这一思路创造性地运用于政治领
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自然地结合

起来，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指导
中国革命进程的思想原则。
分析艾思奇、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论述，可以看出: 艾思奇注重理论层面的

阐发，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中国抗战

实际角度提出 “哲学中国化”命题; 毛泽东侧
重实践层面的推广，从运用辩证法唯物论总结

中国革命经验角度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命题。艾思奇为毛泽东提出上述命题提供了启
发借鉴，推动其哲学思想的丰富发展。毛泽东
对艾著哲学 “研究提纲”批注约 2800 字，结合
中国革命实际提出许多深刻意见。③ 除了艾思奇
之外，何思敬对 《战争论》的翻译解读，和培
元、杨超、陈伯达等在哲学小组活动中的理论
见解，共同促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总的来看，理论工作者的著述对毛泽东的

启示表现在: 一是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形成发

展起到推动作用; 二是为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

实际思考问题增添富有价值的理论内容; 三是

对 《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的写作产生广泛
影响。

毛泽东和理论工作者的理论互动，推动前

者在汲取理论见解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范式，促使后者更加注重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现实化研究，引领此

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基本走向和发展趋势。
二者的深入互动和交流，是中共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推动中共理论建设的

发展和革命进程的走向。哲学小组所呈现的党
的领袖和理论工作者深入交流的历史情境，在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其次，哲学小组的理论研究推动全党学习

运动的开展，形成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浓厚

氛围。
学界普遍认为: 中共发起学习运动，始于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发出开展 “全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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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竞赛”的号召。而实际上，毛泽东发起哲
学小组，就已经标志着由中央领导人组织理论

工作者，进而扩展至高级干部的学习活动拉开

帷幕。

在毛泽东哲学小组学习活动的基础之上，

1938 年 12 月 25 日，根据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
会上关于开展学习运动的指示，《新中华报》发
表社论指出: 今天处在中国历史转变的伟大时

代，要在这个空前的民族战争中求得生存，党

员必须努力学习理论①。1939 年 2 月 17 日，中
央正式成立以洛甫为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

统一领导全党的干部教育和学习运动②。5 月 20

日，毛泽东在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指出，

“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
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推动在职干部学习是
提高全党理论水平的有效途径，号召全体党员

干部 “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把学习运动推
向全党。③ 1940 年 1 月 3 日，中央书记处下发
《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主要干
部 “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
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

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并要求各级党委和
政治部成立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机构。3 月 20

日，中央书记处颁布 《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
示》，要求 “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
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规定支
部负责组织学习、设立学习干事，并由各级宣
传部经常指导检查学习状况。④ 这两个指示发布
之后，延安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开始逐

步在各敌后根据地得到推广。

由上可见，毛泽东通过哲学小组开展学习

研究，以率先垂范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党形成研

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氛围。这一学习活动后来
扩展到中央机关和各院校，为中共在抗日战争

前期理论学习的扎实推进提供了组织架构和学

习经验。

再次，哲学小组成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阐释著述，推动中共和中国革命确立理论联

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成立哲学小组，既有自己学习研究

的初衷，也有推动全党明了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的意图。他号召全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革
命实际的思想，指明哲学小组成员研究理论问

题的方向。陈云、洛甫组织学习小组时即明确
理论学习必须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⑤ 洛甫在这
一时期代表中央起草的干部教育文件中，一再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干部接

受理论后，自觉运用于抗日战争实践。朱德在
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发言指出: 辩证法在两

年来得以迅速发展，“在华北以及全国的一切进
步地区，都研究着新哲学，现在许多干部都能

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何思敬
在会上指出: 毛泽东所著 《论持久战》 《论新
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在中华民族解放
战争中所产生的伟大文献”，是指导中国抗日战
争的 “纲领与策略”，充分肯定理论对于抗日战
争实践的指导作用。艾思奇也在会上指出: 两
年来在哲学小组的引导下，延安各级干部的理

论水平有所提高，“一般的同志都能有意识的将
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⑥ 上述从不同角度着眼
的发言，说明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普遍重

视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已经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化的革命理论对于中共

开展抗日战争实践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实际，

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有深刻系统的认识，并从政

治、军事、哲学理论诸方面分析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的经验教训。他指出革命屡遭重挫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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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 “在党内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
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其思想基础则是主观主

义、教条主义”，① 这也说明中共已经在有意识
地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角度分析问题。哲学
小组核心成员艾思奇、和培元、陈伯达与新哲
学会发起人杨松、张如心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理论阐述，立足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宣传中共

在革命实践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

论成果，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摆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教条式解读和盲目套用，为实现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不遗余力地宣传呼吁。上述
种种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理论联系实

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哲学小组发起、活动、演变的历史脉络，

可谓因应中共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期反思历

史问题与走出现实困境的特定背景，是客观形

势和领导人主观意愿结合的产物。小组的研究
活动引发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形成研究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浓厚氛围，推动 “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命题的提出。小组开展的理论活动，某
种程度上为发动以端正思想路线为主旨的整风

运动奠定认识基础，进而为抗日战争实践的顺

利推进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综合以上，通过对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渊

源和开展理论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哲学小组

催生陈云小组、洛甫小组等中央领导人集体参
与的学习组织，在此基础上组建较为制度化的

新哲学会，吸收延安理论工作者集体参与，为

1939 年春天正式发起全党学习运动提供了学习
经验和组织架构。毛泽东通过组织少数理论工
作者开展非制度化的学习活动，针对党的历史

上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分析，从哲学角度和思

想路线层面予以剖析，旨在提高全党把握现实

复杂局面的能力。这种在全党进行以哲学为主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习活动，表明中共

在历史新局面到来的时刻，毛泽东有意识地进

行理论武装的自觉性。

(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

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009)
( 责任编辑 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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